
 

 

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
−基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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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会监督对规范财经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文章基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这一准自然实验，手工搜集第 1—44 号

检查公告中的相关数据，分析了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部会计信息

质量随机检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财会监督可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并促

使管理层乐观预期趋于理性，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基于政府财会监督特征与企业特征的分析表

明，在整改态度积极、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的企业，以及非国有、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政府财会监

督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文章拓展了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因素研究，揭示了政府财会监督

降低成本粘性的内在逻辑，为政策制定和企业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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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而成本费用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当前，我国

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叠加全球贸易格局深刻调整与不确定性

持续攀升的双重挑战，我国适时提出优化资源配置以更好服务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

求。资源配置的表现形式在于企业成本决策（胡华夏等，2017），资源配置活动的现实结果体现

为成本粘性。成本粘性是指业务量与成本间的非对称变动，意味着资源投入“易增难减”，是企

业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体现。长期以来，成本粘性是制约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现实障碍。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企业成本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手段。一套

设计完善、运行有效的外部监管制度既能强化对公司财务报告合规性与合法性的审查，又可弥

补企业内部治理的不足，从而缓解现有成本粘性的程度。现有研究发现，国家层面的劳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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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Banker等，2013；刘媛媛和刘斌，2014）、政府补助（南晓莉和张敏，2018）、产业政策（洪荭

等，2021）、瘦身健体改革（程博等，2023）等降本增效政策措施会对企业成本粘性产生影响。然

而，缓解企业成本粘性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边界。因此，在日益复杂的

经济环境下，企业成本粘性问题需要持续优化制度环境与营商环境才能逐步化解。作为国家监

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财会监督必然会影响企业经营管理效率。本文聚焦政府财会监督

的治理效能能否及如何转化为推动企业成长的内生动力，从而改善企业成本决策，促进企业高

质量发展。

政府财会监督覆盖企业经营业绩评估、财务合规性审查以及信息披露质量监控等核心领

域，可构建从资金源头到使用终端的全流程监管链条，持续生成全面的经济活动信息以保障会

计准则贯彻施行，有效维护财经法规严肃性并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近年来，财政部紧扣我国经

济发展阶段与政策目标持续推进财会监督工作。例如，先后针对钢铁煤炭类“去产能”政策重点

调控行业、互联网新兴产业、部分金融企业等突出领域开展会计监督检查，就零售行业成本构

成、利润水平以及治理通胀等开展专题调研，通过检查纠治会计信息“失真”，推动相关产业综

合整治，并以问题为导向促进监督成果向治理效能转化，保障资源有效配置，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因此，政府财会监督具有治理导向功能，能在宏观层面调节资源流动方向、实现优化配置，

在微观层面引导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企业成本行为。

本文以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作为准自然实验，旨在打开政府财会监督的“黑箱”，

探究其影响企业成本粘性的具体机制。本文选取 2008—2023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

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财会监督能够降低企

业成本粘性，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

成本粘性的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抑制管理层乐观预期两条路径实现。进一步分析显

示，这一影响在整改态度积极、披露具体违规数额、非国有以及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

著。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本文为企业优化成本决策行为提供了理论参考与事实依据。现有文献大多从公司特

征（刘武，2006；梁上坤和姜艳峰，2023）、内外部治理（Calleja等，2006；Chen等，2008）、宏观经济

环境（杨国超等，2021）等视角考察企业成本粘性的变化。本文立足宏观政策层面，基于党和国

家监督体系，探究了政府财会监督作为制度性力量对企业成本刚性的化解作用。这既拓展了企

业成本粘性的研究视角，也为企业通过制度适应优化成本结构提供了现实路径。

第二，本文为政府部门提升财会监督治理效果提供了参考。现有会计信息监管的效果检验

大多集中在审计监督、证券部门监管等领域，主要关注其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柳光强和王迪，

2021）、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滕飞等，2022）等方面的影响。本文以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

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政府财会监督能够优化企业成本决策，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从而

验证了其治理效应的积极作用。这为政府引导企业合理配置资源、规范市场行为提供了新依

据，有助于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引导与监管职能，促进企业在资本市场中实现健康可持续

发展。

第三，本文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明晰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具体路径。本文研究发现，政

府财会监督通过发挥揭露、治理、威慑以及溢出等多重效应，从抑制管理层乐观预期和降低代

理成本两个方面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粘性。本文系统揭示了政府财会监督影响企业成本决策的微

观作用路径，不仅为全面理解政府财会监督机制的作用方式提供了实证依据，也能帮助政府识

别企业关键风险点，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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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背景与文献回顾

（一）制度背景

2020 年 1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

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

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将财会监

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财会监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

循。2022年 4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再次

强调要严肃财经纪律，维护财经秩序，健全财会监督机制。2023年 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坚持以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出发

点，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突出政治属性，严肃财经纪律，健全财会监督体系，完善工作机制，提升

财会监督效能，促进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推动构建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

高效的监督体系。

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会监督肩负着服务宏观调控与财政管理、保障

财税政策落地、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的职责。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是财会监督的关键抓

手，该制度在财政部统一部署下，由驻各地财政专员办（监管局）及各级财政部门依法依规，依托

企业及相关会计主体的财务信息履职，对其会计信息质量予以核查。政府财会监督始终严格落

实随机检查的事项、程序、结果“三公开”，推行“阳光执法”，切实保障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

平等、规则平等。自 1999年财政部首次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以来，该制度的监督主体、视角、

程序与手段持续健全完善，为我国企事业单位规范运行、资本市场稳健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检查对象从国有企业逐步延伸至会计师事务所、中央单位、上市公司、

金融机构、行政事业单位等。这提升了监管的针对性与覆盖面，构建起覆盖全面、运转协同、立

体高效且彰显中国特色的财会监督体系。其次，检查内容紧扣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政策导向动

态优化，聚焦重点及热点行业。政府财会监督涵盖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资产与财务会计、政府

采购、资产评估、财政票据、农业综合开发等领域，全方位关注企业经营业绩、财务管理、信息

披露等规范运作情况，对企业纳税行为、盈余管理、内部控制质量等发挥了良好的治理作用。

最后，检查模式从“单兵作战”升级为“部省市县”四级联动，由各地专员及各级财政部门随机抽

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及时公开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通过统一部署、统一培训、

统一总结、统一公告，形成了强大的检查声势与社会影响力。

综上所述，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制度不断完善，已建立起规范化、科学化、法治化

的运行模式。该制度通过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提升监管效能，较好实现了监管成本与效益的平

衡，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保持动态契合。从制度演进脉络看，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

检查制度始终服务于国家改革发展大局，其常态化实施不仅显著增强了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效

能，更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是现代市场监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安排。

在推动我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政府财会监督对成本粘性的影响，是考察新阶段能

否延续该政策有效性与可持续性的关键一环。

（二）文献回顾

现有研究证实，国内外企业普遍存在成本粘性现象（Anderson等，2003；Calleja等，2006；孙

铮和刘浩，2004），其成因主要可归结为管理层乐观预期、机会主义行为、调整成本等（Anderson

等，2003；Banker等，2013；赵璨等，2020；王菁华和毕超，2023；韩艳锦等，2024）。首先，基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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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观”，即从代理问题切入。由于信息不对称与两权分离，实际掌控公司决策的管理层可能

偏离最优决策，实施自利行为，推高企业成本粘性，如兴建豪华办公场所、频繁更换高档设备、

雇用冗余人员等。当业务量下降时，管理层未必愿意削减这些支出（江伟等，2015；张路等，2019），

而有效的公司治理可降低成本粘性（梁上坤，2018）。其次，基于管理层预期视角，若管理层看好

项目前景，即使当前业务量下滑，仍可能选择维持项目。其原因在于可在形势好转时规避重组

成本，并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现有研究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乐观预期所引发的决策偏差会

加剧成本粘性（梁上坤，2015），但该效应受到管理层能力（张路等，2019）、企业战略（周兵等，

2016）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基于“效率观”，当调整成本高于维持现状的成本时，管理层对扩张

更积极，而对收缩则可能审慎考量或延迟调整以积累决策依据，由此导致成本粘性（Pfann 和

Palm，1993；刘媛媛和刘斌，2014；江伟等，2015；任海云等，2023）。韩艳锦等（2024）发现，内部资

本市场的高效资金配置可降低企业的调整成本，从而削弱成本粘性；程博等（2023）指出，瘦身健

体改革能通过降低调整成本的难度来抑制国有企业的成本粘性。

尽管关于成本粘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大多聚焦于公司特征、内外部治理、宏

观经济环境等视角，鲜有文献探讨国家经济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

随机检查制度这一外生冲击为检验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准自然

实验场景。近年来，学者开始关注该制度的监管效应，但对其实施效果尚存争议。多数研究认

为，财会监督在独立性与权威性上具有其他会计监督主体难以比拟的优势（王海民，2001），可弥

补会计市场的缺陷（黄世忠等，2002），且监督强度越高、惩戒力度越大，会计规则执行者的违规

倾向越低（吴水澎和毕秀玲，2002）。但也有研究指出，政府角色冲突可能导致会计监督效率下

降（李晓慧和张明祥，2019）。对此，部分学者开展了实证检验，如考察该制度对盈余管理（柳光

强和王迪，2021）、税收规避（李建发等，2023）、银行信贷行为（祝继高等，2023）、关键审计事项

信息含量（李英等，2025）的影响，但尚未有研究关注其对成本粘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实证检

验了该制度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机制，为从成本决策视角识别与审视国家监督体系的治理

效应提供了参考。

三、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本文立足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制度的监督管理与治理赋能作用，探讨政府财会监

督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的关系，并基于机会主义观与管理层乐观预期分析其影响机制。一方

面，作为企业内部治理的重要补充机制，政府财会监督通过强化财政部门的监管效能，有效降低

企业代理成本，从而降低成本粘性；另一方面，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其威慑效应可揭示企业经营

中的违规问题与潜在风险，促使管理者在决策中保持审慎，从而降低成本粘性。

根据成本粘性的代理成本观点，当企业收入下降时，管理层出于拓展商业帝国的自利动

机，往往倾向于避免调减资源。政府财会监督或可缓解管理者代理冲突，遏制因管理层追求个

人利益而产生的过度投资行为，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一方面，政府财会监督能对管理者行

为形成监督与约束，抑制机会主义倾向。代理理论指出，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代理问题（Jensen

和Meckling，1976），导致管理层有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动机，做出偏离最优决策的成本安排（赵玉

珍和付美琪，2025）。因此，成本粘性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管理者的利己行为（Anderson 等，2003；

武永亮等，2023）。例如，为构建商业帝国，管理者可能滥用资金进行无收益的过度投资，损害企

业长远发展（曹越等，2024）。政府财会监督的有力介入可对管理层权力实施有效管控，纠正因

内部治理薄弱而导致的利己行为。基于风险规避视角，这将遏制侵占、道德风险等危害企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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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行为，使其在资源投入上更趋审慎，从而降低成本粘性。另一方面，政府财会监督有助于优

化管理，压缩管理者的投机空间，降低代理成本。财政部门的监督正由“检查型”监督逐步转向

“管理型”与“服务型”监督，寓监管于服务（李丰团等，2022）。在传统模式下，政府干预企业经

营会增加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李雪等，2023），而政府财会监督作为“创新政府管理方式、规

范市场执法行为”的治理工具，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Aobdia，2018；滕飞等，2022），提

升资源配置效率。从监督效应看，政府财会监督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外部机制，可及时发现

并直接纠治潜在的治理漏洞与运营问题，并提供前瞻性战略指引。在此作用下，企业财务管控、

内部控制、成本决策等管理状况更趋透明（柳光强和王迪，2021；李建发等，2023）。管理层操纵

信息披露的空间收窄，代理成本下降，这推动企业优化资源配置与成本管理，降低成本粘性。

从管理层乐观预期的角度看，企业成本源于不同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投入的资源，管理者需

依据过往及当前经济形势与企业需求来预测未来需求，以及时做出成本决策。关于资源配置效

率的研究大多假定投资者或管理者完全理性，但现实并非如此（姜付秀等，2009）。过度乐观的

管理者会高估自身的经营能力与企业的盈利发展前景，从而导致成本决策出现偏差。因此，管

理者过度乐观可能成为成本粘性增强的重要诱因。对于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企

业，政府财会监督具有震慑作用，促使管理者预期更趋理性，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首先，随

机检查的事后惩罚机制会产生事前警示效应。在财会监督下，企业若被发现存在违规问题，其

负面信息将向外传递，损害长期积累的声誉，从而失去低成本融资等优势。这种潜在的声誉损

失与融资成本上升风险促使管理层在资源投入与成本决策上更趋审慎。其次，政府财会监督可

发挥事中揭露效应，形成监管压力。作为一种“伴随式”监督方式，政府财会监督能覆盖企业投

资全过程，放大管理层决策中的问题，增加决策的额外成本与风险。同时，因违规受罚而导致的

负面声誉会直接影响后续经营，增加经营风险与未来盈利的不确定性，从而促使管理层更理性

地评估成本投入等资源配置活动。最后，政府财会监督具有事后监督效应。检查信息的全面公

示可能引发或强化证券监管、审计监管以及媒体、证券分析师、公众等市场参与者的治理作用

（Bozanic等，2017），产生溢出效应。企业一旦在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中被发现违纪违

规，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将大打折扣，更易被贴上“违规”“不可信”等标签（廖佳和苏冬蔚，2021；

郑国坚等，2023）。这种负面声誉效应会显著增加未来经营风险，促使管理者为规避风险而修正

乐观预期偏差，在成本决策上更趋审慎，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8—2023 年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中公布的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

究样本。财务数据来自 CSMAR 数据库，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公告来自财政部官方网

站。本文手工整理 1—44号公告中涉及的被检查上市公司，按一定标准筛选后，最终得到 227家

公司。选取标准为：剔除金融类公司与检查年度早于上市年度的公司；同一公司多次被检查则

保留首次检查结果；剔除数据异常的样本（如总资产小于 0、资产负债率大于 1 等）及数据缺失

的样本。为避免异常值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成本粘性

本文借鉴 Anderson等（2003）的研究来衡量企业成本粘性，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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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Costi,t = α0+α1∆lnSalei,t +α2Di,t ×∆lnSalei,t +εi,t （1）

其中，ΔlnCost 表示企业当年与上一年营业成本比值的自然对数，ΔlnSale 表示企业当年与上一年

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若企业当年营业收入小于上一年，则 D 取值为 1，否则为 0。若式（1）

中 α2 显著为负，则表明企业存在成本粘性。

2. 解释变量：政府财会监督

解释变量政府财会监督 Ipaiq 表示上市公司所属集团是否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

查，若集团当年首次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则当年及以后年份 Ipaiq 取值为 1，否则

为 0。本文重点关注 Ipaiq×D×ΔlnSale 的系数，该系数反映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

影响。

3. 控制变量

借鉴孙铮和刘浩（2004）、梁上坤（2018）等学者的研究，本文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并将

D×ΔlnSale 分别与各控制变量进行交乘。一部分控制变量依据成本粘性驱动因素选取，包括固

定资本密集度（Ai）、人力资本密集度（Ei）、GDP 增长率（GDPgrowth）、营业收入是否连续下降

（Dec）；另一部分包括两职合一情况（Dual）、流动比率（Liquidity）、流通指数（Negshrs）、会计师事

务所性质（Big4）、现金持有（Cash）等其他公司特征。本文变量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营业成本变动 ΔlnCost 当年与上一年营业成本比值的自然对数

营业收入变动 ΔlnSale 当年与上一年营业收入比值的自然对数

收入下降 D 若当年收入小于上一年则取值为1，否则为0

政府财会监督 Ipaiq
若上市公司所属集团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则检查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

为1，否则为0
固定资本密集度 Ai 年末企业资产总额除以营业收入

人力资本密集度 Ei 年末企业员工人数除以营业收入（百万元）

GDP增长率 GDPgrowth 当年我国GDP相对于上一年的增长率

收入是否连续下降 Dec 若连续两年企业营业收入下滑则取值为１，否则为0

两职合一情况 Dual 若总经理与董事长由1人兼任则取值为1，否则为0

流动比率 Liquidity 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

流通指数 Negshrs 第二至第十大流通股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会计师事务所性质 Big4 若当年企业由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1，否则为0

现金持有 Cash 货币资金与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和除以总资产
 

（三）模型构建

本文借鉴梁上坤（2015）、权小锋和李闯（2022）以及王菁华和毕超（2022）的研究，构建如下

双重差分模型以检验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

∆lnCosti,t =β0+β1∆lnSalei,t + (γ0+γ1Ipaiqi,t +γ2Aii,t +γ3Eii,t +γ4GDPgrowthi,t +γ5Deci,t

+γ6Duali,t +γ7Liquidityi,t +γ8Negshrsi,t +γ9Big4i,t +γ10Cashi,t)×Di,t ×∆lnSalei,t

+β2Ipaiqi,t +β3Aii,t +β4Eii,t +β5GDPgrowthi,t +β6Deci,t +β7Duali,t

+β8Liquidityi,t +β9Negshrsi,t +β10Big4i,t +β11Cashi,t +Year+Firm+εi,t

（2）

若 Ipaiq×D×ΔlnSale 的系数 γ1 显著为正，则表明政府财会监督能够降低企业成本粘性，从而

支持本文研究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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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 2展示了本文样本中被检查企业的分布情况，数据来源于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

公告第 1—44号。如表 2所示，被检查企业大多披露了具体违规事项并积极整改，少数企业被处

以罚款或移交其他部门处理。关于样本数量，本文做两点说明：第一，样本中被检查企业数量略

少于实际被检查企业数量，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因属于港股、被重复检查、上市年份晚于被检

查年份或未上市等原因而未被纳入统计范围。例如，神火股份（股票代码：000933）在 2009年和
 

表 2    政府财会监督描述性统计

Planel A

年份 文件号 检查家数

是否披露具体违规数额 是否积极整改 查出主要

问题金额

（万元，未

说明记为0）

给予罚款

家数

移交其他

部门家数披露 未披露 积极 不积极

2005 12 1 1 0 0 1 26 482 0 0

2008 15 6 0 6 0 6 0 0 1

2009 18、19 37 30 7 35 2 242 907 12 1

2010 21、22 55 55 0 55 0 2 449 054.73 12 1

2011 24 32 32 0 31 1 411 053.09 6 1

2012 26 17 17 0 17 0 168 421 0 0

2013 29 18 18 0 18 0 1 077 361 1 0

2014 32 10 10 0 10 0 158 232.89 0 1

2015 35 19 19 0 19 0 157 973 0 2

2016 38 12 10 2 12 0 41 228 0 0

2017 39 14 12 2 14 0 164 869.50 0 0

2019 40 5 5 0 0 5 42 039.06 5 0

2022 44 1 0 1 0 1 0 1 0

Plane B

年份 企业数量
行业性质 产权性质 会计师事务所性质

制造业 非制造业 国有 非国有 国际“四大” 非国际“四大”

2005 1 1 0 1 0 1 0

2008 6 4 2 4 2 1 5

2009 37 18 19 23 14 2 35

2010 55 37 18 31 24 6 49

2011 32 13 19 21 11 7 25

2012 17 8 9 12 5 2 15

2013 18 10 8 12 6 4 14

2014 10 9 1 8 2 1 9

2015 19 9 10 10 9 2 17

2016 12 8 4 4 8 0 12

2017 14 8 6 5 9 2 12

2019 5 4 1 2 3 2 3

2022 1 0 1 0 1 0 1

合计 227 129 98 133 94 30 197

占比 100% 56.83% 43.17% 58.59% 41.41% 13.22% 8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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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均被检查，本文仅保留其 2009年的检查数据。第二，部分被检查企业的个别年份观测值

存在缺失，原因包括企业处于 ST状态或退市、相关控制变量当年数据缺失等。例如，2022年被

检查企业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603）因严重信息披露违法，于 2023年 12月
受到行政处罚，并于 2024年 4月正式摘牌，因此其观测值存在缺失。

表 3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ΔlnCost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122和 0.107，

标准差为 0.306；ΔlnSale 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112和 0.101，标准差为 0.297。样本中有 29.2%

的观测值当年营业收入下滑（D=1），11.7%的观测值营业收入连续两年下降（Dec=1）。Ai 的均值

为 2.461，标准差为 2.020，表明不同企业的固定资本密集度差异较大。Ei 的均值为 1.347，标准差

为 1.157，可见不同企业的人力资本密集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上市公司间的成本粘性差异

较大，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前提。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分位数 中位数 75%分数 最大值

ΔlnCost 30 658 0.122 0.306 −0.827 −0.026 0.107 0.254 1.347

ΔlnSale 30 658 0.112 0.297 −0.810 −0.030 0.101 0.240 1.297

D 30 658 0.292 0.454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Ipaiq 30 658 0.068 0.252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Ai 30 658 2.461 2.020 0.399 1.290 1.878 2.847 13.016

Ei 30 658 1.347 1.157 0.064 0.571 1.045 1.738 6.694

GDPgrowth 30 658 0.068 0.023 0.022 0.060 0.071 0.084 0.106

Dec 30 658 0.117 0.321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Dual 30 658 0.263 0.440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Liquidity 30 658 2.200 2.122 0.314 1.092 1.551 2.415 14.009

Negshrs 30 658 0.149 0.103 0.011 0.070 0.126 0.204 0.461

Big4 30 658 0.065 0.246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Cash 30 658 0.193 0.134 0.016 0.097 0.157 0.253 0.651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 4 列（1）展示了成本粘性存在性的实

证结果，ΔlnSale 的系数为 0.974，在 1% 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收入上升 1% 会带动成

本上升 0.974%；D×ΔlnSale 的系数为−0.034，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收入下降 1%

时成本仅降低 0.94%（=0.974−0.034）。可见，

企业收入与成本变动之间存在向下不对称，

即存在成本粘性现象。列（2）检验了政府财

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D×ΔlnSale 的

系数显著为负，Ipaiq×D×ΔlnSale 的系数显著

为正，表明被检查企业的成本粘性显著改善，

即政府财会监督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成本粘

性。这一结果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说，即政府

财会监督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粘性。

 

表 4    基准回归

（1） （2）

ΔlnCost ΔlnCost

ΔlnSale 0.974*** 0.972***

（179.35） （173.91）

D×ΔlnSale −0.034*** −0.103***

（−3.44） （−3.05）

Ipaiq×D×ΔlnSale 0.214**

（2.26）

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30 658 30 658

Adj. R2 0.874 0.875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回归结

果经公司层面的聚类调整，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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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因果识别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本文借鉴现有研究，以企业

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前一年作为基准，检验检查前后年份 Ipaiq×D×ΔlnSale 的系数

是否存在差异。平行趋势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在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前，成本粘性

无显著差异，而在检查后成本粘性显著降低。因此，上述因果识别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2.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随机性因素或遗漏变量的干扰，本文虚构企业层面的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

时间，生成随机时间后重新进行检验。为增强安慰剂检验的效力，本文将上述过程重复 500 次，

最终绘制出 Ipaiq×D×ΔlnSale 的估计系数分布图。检验结果显示，回归系数集中分布在 0 附近，

表明模型设定不存在遗漏重要变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

响并非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所致。

3. PSM-DID

尽管双重差分方法已分离出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平均处理效应，但由于该检查

是在外生冲击下的准自然实验，观测数据中仍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

分匹配方法进行检验。由于被检查企业数量较少，为减少匹配损失，本文以 0.01 卡尺范围进行

1∶3 近邻匹配，并以式（2）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协变量。匹配后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组间样本选

择性偏差后，政府财会监督依然显著降低了企业成本粘性。

4. 排除混淆政策冲击

本文样本期内存在诸多与政府财会监督相似的政策冲击，这可能对回归结果造成干扰。为

此，本文手工搜集证监会随机检查政策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由于证监会随机检查同样属于会计

信息质量监管的重要环节，本文参照刘金洋（2024）的做法，将证监会随机检查 Inspect 设为哑变

量（上市公司被证监会检查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并将 Inspect、Inspect×D×ΔlnSale
放入模型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证监会随机检查这一政策后，研究结论依然稳

健，不受证监会随机检查的影响。

5. 替换政策变量

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的实施效果可能在下一年更充分地显现。因此，本文对政策

变量 Ipaiq 重新进行界定，定义变量 Ipaiq_1 为：当上市公司所属集团被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

机检查时，检查次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本文将 Ipaiq_1、Ipaiq_1×D×ΔlnSale 放入模

型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重新定义政策变量后，政府财会监督依然能够显著降低企业

成本粘性。

（四）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政府财会监督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管理层的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而降低

成本粘性。为验证这一逻辑，参考现有研究方法，本文利用管理层年报语调的积极性来测度其

乐观预期（或过度自信）程度。具体地，本文统计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MD&A）的积极与消极

词汇总数，并以（积极词汇总数−消极词汇总数）/（积极词汇总数+消极词汇总数）来衡量管理层

乐观预期（Optimism），其数值越大表明管理层乐观预期程度越高；以管理费用率来衡量管理层

代理成本（Agency），管理费用率越高表明企业代理成本越高。本文构建式（3）对作用渠道进行检

验。其中，M 为检验管理层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两个作用渠道的变量。Ipaiq 的设定与式（2）相

同；Controls 表示政府财会监督的影响因素，借鉴李建发等（2023）、柳光强和王迪（2021）等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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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具体包括总资产（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Cfo）、托宾 Q值（TobinQ）、账面市值比（MB）以及控股股东持股比例（Contrshr）。

Mi,t = φ0+φ1Ipaiqi,t +φ2Controls+Year+Firm+εi,t （3）

本文通过式（3）考察政府财会监督对管

理层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分析其

作用渠道。表 5列（1）结果显示，Ipaiq 的系数

为−0.090，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

财会监督降低了管理层乐观预期，使其更趋

理性。列（2）结果显示，Ipaiq 的系数为−0.003，
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财会监督

有效缓解了企业委托代理问题，降低了代理

成本。因此，政府财会监督通过降低管理层

乐观预期与代理成本这两个作用渠道，降低

了企业成本粘性。

（五）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基于财会监督特征的分析

1. 整改是否积极

本文将样本按整改是否积极进行分组检验。整改是否积极属于政府财会监督的子特征，直

接分组容易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参考李建发等（2023）以及郑国坚等（2023）的研究

思路开展以下两种检验：第一，将受到政府财会监督且整改态度积极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未受到

监督的企业作为对照组；第二，将受到政府财会监督但整改态度不积极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未受

到监督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表 6 列（1）为整改态度积极组的回归结

果，Ipaiq×D×ΔlnSale 的系数为 0.234，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列（2）为整改态度不积极组的

回归结果，Ipaiq×D×ΔlnSale 的系数为−0.068，
但不显著。这表明相较于整改态度不积极的

企业，政府财会监督在整改态度积极的企业

中降低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强。一方面，整改

态度积极的企业更注重完善内部治理机制，

有效缓解内部委托代理问题，从而降低代理

成本，改善企业向下的成本不对称现象；另一

方面，管理层在积极整改过程中趋于理性，会

更主动审视企业现存不足，并依据实际需求

调整资源配置，从而降低成本粘性。

2. 是否披露具体违规数额

本文按是否披露具体违规数额进行分组检验。是否披露具体违规数额属于政府财会监督

的子特征，直接分组容易引发多重共线性问题。为此，本文参考李建发等（2023）以及郑国坚等

（2023）的研究思路开展以下两种检验：第一，将受到政府财会监督但未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的企

业作为实验组，未受到监督的企业作为对照组；第二，将受到政府财会监督且披露具体违规数额

的企业作为实验组，未受到监督的企业作为对照组。

 

表 5    作用渠道检验

（1） （2）

Optimism Agency

Ipaiq −0.090*** −0.003**

（−2.63） （−2.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30 658 30 658

Adj. R2 0.065 0.192

 

表 6    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整改是否积极

（1） （2）

整改态度积极 整改态度不积极

ΔlnSale 0.972*** 0.970***

（174.70） （165.41）

D×ΔlnSale −0.104*** −0.094***

（−3.06） （−2.71）

Ipaiq×D×ΔlnSale 0.234** −0.068

（2.35） （−0.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30 484 28 174

Adj. R2 0.875 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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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列（1）为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组的回

归结果，Ipaiq×D×ΔlnSale 的系数为 0.219，在
5% 的水平上显著；列（2）为未披露具体违规

数额组的回归结果，Ipaiq×D×ΔlnSale 的系数

为 0.181 且不显著。这表明相较于未披露具

体违规数额的企业，政府财会监督在披露具

体违规数额的企业中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

用更强。一方面，检查公告中披露具体数额

的企业问题相对严重，因而其成本改善空间

更大；另一方面，披露具体违规数额的威慑力

更强，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六）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

影响：基于企业特征的分析

1. 产权性质

本文从企业特征出发，首先分析产权性质对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关系的影响。由

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其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获取政府信息以及生产经营决策等方面存在差

异，因此本文认为产权性质会影响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的关系。一般而言，国有企业

内部治理环境较好，在治理水平、管理体系以及人才建设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而财政部会

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对其成本粘性的改善作用相对有限；而对于非国有企业，随机检查制度可

优化公司治理机制，缓解信息不对称，通过外部监督力量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使成本粘

性问题得到显著改善。

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按企业产权性质

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

检验。表 8 列（1）结果显示，在国有企业样本

中，Ipaiq×D×ΔlnSale 的系数为 0.122，但不显

著；列（2）结果显示，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

Ipaiq×D×ΔlnSale 的系数为 0.335，在 5% 的水

平上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

示，组间系数在 1%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这表明在非国有企业中，政府财会监督降低

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2. 企业违约风险

根据上文分析，政府财会监督能够有效

发挥监督效应，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降

低代理成本，从而降低企业成本粘性。在违

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政府财会监督具有更强的边际治理效应，约束作用更加明显。一方面，违

约风险较高的企业往往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财务透明度较低，外部投资者难以准确评估

其真实经营状况。政府财会监督通过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外部监督

有效性，从而更有力地约束企业的非理性支出行为。另一方面，代理问题在违约风险较高的企

业中更加突出，管理层可能以扩大支出来谋取私利。而政府监督凭借权威性与强制力，有助于

 

表 7    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

是否披露具体违规数额

（1） （2）

披露 未披露

ΔlnSale 0.972*** 0.971***

（173.45） （166.64）

D×ΔlnSale −0.105*** −0.094***

（−3.08） （−2.69）

Ipaiq×D×ΔlnSale 0.219** 0.181

（2.16） （1.2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30 473 28 185

Adj. R2 0.875 0.875

 

表 8    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产权性质

（1） （2）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ΔlnSale 0.977*** 0.969***

（120.39） （126.18）

D×ΔlnSale −0.041 −0.138***

（−0.94） （−2.78）

Ipaiq×D×ΔlnSale 0.112 0.335**

（0.93） （2.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2 563 18 095

Adj. R2 0.890 0.864

P值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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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管理层的操作空间，抑制机会主义行为

（柳光强和王迪，2021）。此外，违约风险较高

的企业更依赖监管合法性与声誉资本来维持

融资渠道与市场地位，在受到财政部“双随

机、一公开”检查后，其整改与合规意愿更加

强烈，因此监督效果在这类企业中更加显

著。本文预期，在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政

府财会监督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显著降

低企业成本粘性。

为验证上述推论，本文参考 Bharath 和

Shumway（2008）的研究，以简化违约概率作

为企业违约风险的衡量指标，并按该指标的

中位数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组，检验政府财会

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将高于中

位数的样本归为违约风险高组，反之则为违

约风险低组。表 9列（1）结果显示，Ipaiq×D×ΔlnSale 的系数为 0.115，但不显著；列（2）结果显示，

Ipaiq×D×ΔlnSale 的系数为 0.421，在 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组间

系数在 1% 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在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政府财会监督降低成本

粘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府财会监督通过持续的检查与指导，不仅有效规范了企业财务行为，还显著提升了经营

管理水平。为探究其溢出效应，本文手工搜集整理了第 1—44 号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

公告中披露的被检查上市公司，选取 2008—2023 年作为样本区间，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政府

财会监督对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

成本粘性，这一影响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与管理层乐观预期两条路径实现。进一步地，对于检查

公告中披露具体数额、整改态度积极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违约风险较高的企业，政府财会

监督降低企业成本粘性的作用更加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推动政府财会监督发展，提升政府治理

能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构建契合新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

制度的财会监督体系，拓展监督目标、监督主体与监督机制的理论探索与实践积累。应重视财

政部会计信息质量随机检查事前监管的预见性，保障事中监管的有效性，落实事后监管的惩戒

性与权威性，避免随机检查制度流于形式，实现各监督环节有机衔接与协同联动。第二，完善公

司治理机制，强化对管理层的监督与约束。本文研究发现，政府财会监督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

本与管理层乐观预期来降低企业成本粘性。这提示企业应提升内部治理水平，抑制管理层逆向

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加强成本控制与精细化管理，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与成本决策。第三，

营造良好的政府监管环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应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构建政企互动沟通长效机制，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

的经营环境。

 

表 9    政府财会监督与企业成本粘性：

企业违约风险

（1） （2）

违约风险低 违约风险高

ΔlnSale 0.969*** 0.980***

（109.27） （132.82）

D×ΔlnSale −0.099** −0.128***

（−1.97） （−2.72）

Ipaiq×D×ΔlnSale 0.115 0.421***

（0.99） （3.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15 329 15 329

Adj. R2 0.868 0.885

P值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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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文的分析框架，未来或可从以下方向展开研究：一是政府财会监督对企业价值创造

效率的影响。本文揭示了政府财会监督的“降本”机制，能够改善企业成本决策。未来可进一步

探讨其对企业投融资行为的作用，厘清政府财会监督的“增效”机制，为企业在培育和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二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府财会监督中的应

用。政府监管对数智技术的运用有助于更高效地识别财务舞弊等企业违规行为，从而强化政府

财会监督的监管赋能作用。因此，数智技术对政府财会监督制度的支撑与赋能机制仍有待未来

进一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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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by the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 Cost Stickiness: Evidence from the Random

Inspec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Yuan Lu1,  Wang Jisen2,  Pan Jun2,  Wang Yu2

(1. School of National Audit,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Summary:  In recent years,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has consistently strengthened financial and account-

ing supervision in alignment wit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policy objectives.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by the government serves a governance-oriented function. At the macro level, it regu-

lates resource flows to achieve optimal allocation; at the micro level, it guides enterprise resource allocation

decisions, enhances the efficiency of limite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ultimately affects corporate cost behavior.

　　The random inspection system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is an import-

ant practice of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Based on manually collected inspection announcements

and compiled data on non-compliant enterprises identified through this system,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

ines how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affects enterprise cost stickines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nan-

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restrains enterprise cost stickiness, and this effect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wo paths: reducing agency costs and suppressing the management’s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is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among enterprises that have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rectifica-

tion, disclose specific amounts, are non-state-owned, and have a high risk of default.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it explores the role of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

sion as an institutional force in addressing the cost rigidity of enterprises, expand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cost stickiness and identifying institutional paths for optimizing the cost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Second, it conduct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random inspection system of accounting informa-

tion quality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providing a new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guide enterprises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resources and regulate market behaviors. Third, it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micro path through

which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affects corporate cost decision-making, which not only helps to

understand how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functions, but also helps the government identify key

risk points of enterprises.

　　Th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promote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and enhance

government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Second, improve corporate governance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of the management. Third, create a favorable government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Key words:  financial and accounting supervision； random inspection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quality

by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cost stickiness； agency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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